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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扬州学派的人文精神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以礼代理”的修身治国之道；提倡仁爱、“矩”和“改

过迁善”的理想人格；主张变通、发展和创新，积极进取，不断追求，实现人生价值。扬州学派的人文精神在当代具有一定的

积极意义，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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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人文”的基本内涵多指儒家的礼乐教化。《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疏：“言

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以化成天下也。”《北齐书、文苑传序》：“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扬州学派在

他们的道德修养和治学中体现了古代学者所追求的人文精神，寄托了他们的社会理想。本文试对扬州学派的人文精神特征及其

意义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扬州学派的人文精神特征 

1、提出“以礼代理”的修身治国之道 

礼治是儒家的政治思想。“礼”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自孔子起，即提倡礼治，所谓“克己复礼”，

是儒家一贯要求的道德修养方法。到了宋代，理学家们在治经的过程中，不重章句训诂，而以阐述义理为主，创建了理学思想

体系。他们认为“理”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认为封建制度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伦理纲常就

是天理，谁违背了封建制度与纲常，谁就违背了天理。他们以理学来解释儒家之道，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修养论。

实质上是以“理治”来代替“礼治”。 

针对宋儒空谈心性的道德修养学说，扬州学派提出了“以礼代理”的口号。阮元认为，“礼”才是儒学的核心，是修身治国

的根本。“心之大端，治之必以礼。”[1]“古今治天下者，礼也。”“理必附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矣。”[2]明

确指出了以礼代理进行修身治国的重要性。扬派学者凌廷堪说：“夫人之所受于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复其善

者，学也。所以贯其学者，礼也。是故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3]凌氏用“礼”来概括圣人之道，强调了礼在儒学中的重要

地位。凌氏又说：“圣人正心修身，舍礼末由也。故舍礼而言道，则杳渺而不可凭；舍礼而言德，则虚悬而无所薄。”[4]焦循提

出用礼来重新调整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指出了礼的重要作用和理的弊端：“治天下以礼，不以理也。礼论辞让，理辩是非。

知有礼者，虽仇隙之地，不难以揖让处之，若曰，虽伸于理，不可屈于礼也。知有理者，虽父兄之前，不难以口舌争之，若曰，

虽失于礼，而有以伸于理也。理足以启争，而礼足以止争也。”[5]扬州学派出于经世致用的目的，努力在治学和经世之间寻找

结合点，认为“以礼代理”是救治学术弊端和社会弊端，维护社会秩序的理想途径。 

2.提倡仁爱、“矩”和“改过迁善”的理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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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以仁德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和最完美的道德品质，提出“里仁为美”[6]。以为达到”仁”，便是理想的人格。“仁”是

儒家所提倡的一切美德的概括和总结，不仅包括了爱人、忠恕等内容，而且包括了敬、智、勇、信、义、惠等广泛的德目。孔

子认为，理想人格的实现是一个努力学习和实行仁德的过程，强调“不学礼，无以立”，[7]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和不断追求的

精神。 

如何进行仁德修养，形成理想的人格，历来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思想路线的争论。孟子从人的本性的角度来阐述道德原

则，提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8]认为理想人格的形成过程不是一个向外追求的过程，也不是一个用外在

的规范来制约自己的过程，而是人们内在的伦理本性发挥的过程。人们可以通过尽心养性，扩充其浩然之气而造就理想的人格。

宋代理学家二程强调，儒家仁义之类的道德修养须求之于内心，在于内心的心灵感应，而不是外界的实践。“天地间只一个感应

而已，更有甚事?”[9]朱熹认为：“仁者爱之理，心之德。”[10]“仁与不仁，正当以心为说”[11]。陆九渊说：“仁，人心也。”

[12]而“人心”是什么呢?“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13]强调人们向内认识本心，“切己自返”，反对向外认识

客观世界和实践。明代王守仁发展陆九渊的心学，把仁德等儒家道德说成是人生来就具有的“良知”，提出“致良知”的说法，

返求内心，同样否认仁德是人的实践行为。 

阮元不认同孟子内在的“尽心养性”之说，认为仁德的学习和修养过程是一种外在的实实在在的行为，儒家的道德修养离

不开实践。他指出孔子的学说最注重实际和实行：“孔子之道，皆于行事见之，皆以行事为教。”[14]强调圣贤之道是“极实之

道”，必须在实践中才能体会，不是通过“尽心养性”所能达到，也不是理学家们心中顿悟，“豁然贯通”所能获得的。阮元提

倡仁爱，但他强调，仁爱的实施必须在实践中。他从训诂入手，说明“仁”字从“人二”，为“亲爱”之意，指出“凡仁必于身

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15]这

就是说，仁爱是一种外在的实践行为，仁德要施之于人，才能表现为一种理想的人格。 

焦循在道德修养上也强调实行、实事，主张在社会上提倡辞让和仁爱，以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由此，他主张实行

恕道，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矩”。他解释“格物”说：“格物者何?矩也。格之言来也；物者，对乎己之称也。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则足以格人之所恶。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则足以格人之所好。故格物者，矩也。矩者，恕也。所藏乎身不恕而能

喻诸人者，未之有也。不能格物，则所藏乎身不恕矣。”[16]由此可见，实行恕道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焦循在道德修养上还提出了“改过迁善”之说。他深入研究《周易》，认为：“《易》之为书也，圣人教人迁善改过。”[17]

在焦循看来，儒家道德的基本内容，就是“迁善改过”。“善”是指人性之善，人们的行为之善。至于“过”的含义，焦循阐述

道：“过之义有二：其一为过失之过，……其一为过度之过。”[18]这实际上融入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孔子将中庸推崇为至德，

中庸不仅是孔子的处事之准则，也是评价他人的根本标准。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孔子的中庸思想含有朴素的辩证思想，无过，

无不及，其实质是为人处事要执其两端，不能固执一端，反对“过”和“不及”。焦循认为，看待任何问题，都应看到问题的两

个方面，通方而不偏蔽。由此，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执其一端为异端，执其两端为圣人。”[16]焦循深刻领会并发展

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朴素的辩证思想，运用它来分析一切事物和学术问题，并运用于自身的道德修养。 

3.主张变通、发展和创新，积极进取，不断追求 

焦循有一句名言：“变则通，通则久，未有不变通而能久者。”他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一切问题，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

变的事物，也没有永恒不变的思想。人的认识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因此，他提出：“天下之言，未有能定者也”的命题。焦

循说：“井田封建，圣人所制也，而后世遂不可行，则圣人之言且不定也。故有定于一时而不能定于万世者，有定于此地而不能

定于彼地者，有定于一人而不能定于人人者。此圣人所以重通变之学也。”[5]指出人们在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中，要用发展的观

点看待一切问题，不断变通自己，以适应客观环境，使自己的主观思想符合客观实际，否则就会犯错误。焦循用发展变通的观

点对“性善”作出新解，认为人能变通，故性善。人类从血缘婚发展为对偶婚，从茹毛饮血“变化而知火化粒食”，是因为人能

变通。人“能知事宜之在我，故能变通，……从不宜到达宜，以得其利。”“人性所以有仁义者，正以其能变通，异乎物之性也。

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则仁也。知其不宜，变而之乎宜，则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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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由乎能变通。人能变通，故性善；物不能变通，故性不善。”[19]焦循又云：“圣人之道，日新而不已，譬诸天度，愈

久而愈精。”[20]他认为“圣道”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永远也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而人们对真理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 

扬州学派无论是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还是对个人道德修养的实践，都充满不断进取的精神。阮元官做得越大，对自己的要

求越是严格。清慎廉洁，勤政爱民，部下不敢干以私。他多年做封疆大吏，每逢灾年，都全力以赴，采取各种措施救灾济民，

并身为表率，捐金助赈；为了防止胥吏克扣救灾银两，他亲自下基层，走遍偏僻乡村山谷，办理赈灾事务。每至一地，先张榜

公布赈灾名单及银两，“以册核榜，以榜查民，保甲门牌悉与赈册户口符合，核毕乃去”[21]。阮元坚持生辰避客，不收门生、

部下一缣一烛，几十年如一日，到老不懈。阮元反对无限制地追求个人的物质欲望，主张有所节制，他自己身体力行，把自己

的书斋名为“节性斋”，晚年自号“节性老人”，以明其志。 

治学不尚墨守、求是求新的精神，在扬派学者中是普遍存在的。王念孙云：“说经者，期于得经意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

经，则择其合经者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己意逆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必欲专守一家，无少

出入，则何邵公之墨守，见伐于康成者矣。”[22]翻开王氏父子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其精解卓识，随处可见。纠正前

人误说的例子，不胜枚举。 

刘台拱治学注重独创，段玉裁评其学术：“穷治诸经，于《三礼》尤粹。研精考证，不为虚词臆说。凡所发明，旁引曲证，

与经文上下语气吻合，无少穿凿，精思卓识，坚确不移，阐先儒未发之秘。当世通儒，佥谓悬诸日月而不刊。故卢召弓、戴东

原、邵二云、王怀祖诸君著书， 多采择焉。……君说经少有疑义，或已经人道者，辄弃去，故存者或寡。然牛毛麟角，识者必

能辨之。”[23] 

汪中解经，力主创新。王引之所撰汪中《行状》称他“深于《春秋》之学，识议超群，论者谓唐以下所未有”。[24]汪中撰

《老子考异》，提出创见，认为老聃、老子、老莱子三人都不是同一个人，五千言《老子》的作者是晚出于孔子之后的人。[25]

儒家向来以孔、孟并提，对孟子这位“亚圣”的地位和言论，谁也不敢怀疑，更不敢加以贬抑。汪中则大力宣扬荀子，提高荀

子的地位。在《荀卿子通论》一文中，他引证了大量的古书所载之事实，强调荀子的传经之功。儒家历来贬抑墨子，将墨翟与

杨朱并提。汪中撰《墨子序》、《墨子后序》，替墨子辩诬，指出“杨朱之书，唯贵放逸，当时亦莫之宗。跻之于墨，诚非其伦”。

[26]对于孟子以“无父”的罪名来攻击墨子的“兼爱”思想，汪中尤力加驳斥，替墨子正名。“彼以兼爱教天下之为人子者，使

以孝其亲，而谓之‘无父’，斯已过矣。”宋明以来，统治者把朱熹编的《四书》抬到吓人的高度，规定士子人人必读，规定为

科举考试的内容。对此，汪中撰《大学平议》抨击，汪中认为，《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和《礼记》中的其他篇目价值相

等，并没有特别高明的道理。孔子平日教导人是因人而异，具体对待，宋儒却硬拿古人一两篇著作作为永恒不变的大经大法，

作为人人必读之书、必由之路，这和孔子的教人之法正好背道而驰。 

阮元治学不拘旧说，颇多创获。阮元提出：“圣贤之道，无非实践”[14]，这是古人没有提出过的，见识卓越，超越前儒。

阮元编撰《畴人传》，评述了从远古到清代中叶的天文数学家 280 人，开研究我国自然科学史的先河，改变了清儒只是研经注史

的局面。在研究方法上，阮元用吉金铭文和碑刻文字来研究历史，开创了用实物校勘古书和考证古制的途径。刘师培曾评论阮

元的治学特点：“阮氏之学，主于表微。偶得一义，初若创获。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贯纂群言，昭若发蒙，异于猥琐之学。”

[27] 

乾嘉时期，时尚考据。焦循却认为，考据之名，不可不除。他说：“近之学者，无端立一考据之名，群起而趋之。所据者汉

儒，而汉儒中所据者又唯郑、许。执一害道，莫此为甚。专执两君之言，以废众家，或比许、郑而同之，自以为考据之学，吾

深恶之也。”[28]体会焦循之意，并不是反对考据，而是反对当时考据中那种盲从汉儒，偏颇、僵化的学风，提倡独立思考，不

尚墨守，兼容并包，敢于创新。焦循研究易学，突破 2 000 年传注的重围，自创新的研究体例和方法，直接从 64 卦内寻找参伍

错综的关系，抽出“旁通”、“相错”、“时行”三条法则。于是， 384 爻的变化都可按照这些法则去推求。王引之称赞说：“凿破

混沌，扫除云雾，可谓精锐之兵矣。一一推求，皆至精至实。”[29] 

凌廷堪识力精卓，治学敢于创新，阮元评其学术：“《乡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释牲》、《诗楚茨考》、《旅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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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解》皆说经之文，发古人所未发。其尤卓然可传者，则有《复礼》三篇，唐宋以来所未有也。”[30]扬派学者黄承吉治学不

尚墨守，他对文字的声、义关系作过缜密的综合研究，自抒心得，发表过不少创造性的见解。黄氏有云：“六书之中，谐声之字

为多。谐声之字，其右旁之声，必兼有义，而义皆起于声。凡字之以某为声者，皆原起于右旁之声义以制字，是为诸字所起之

纲。其在左之偏旁部分（或偏旁在右在上之类皆同），则即由纲之声义而分为某事某物之目。纲同而目异，目异而纲实同。”黄

氏的这些独得之见在当时并未受到学界的重视，但清末刘师培则对黄氏之说给予极高的评价：“黄氏注《字诂义府》，而义原于

声之说明，无识陋儒或诋为破碎害道，然正名辨物，舍此莫由。小学之书，吾至此叹观止矣!”[31] 

二、扬州学派的人文精神在当代的借鉴意义 

从古为今用的角度来看，扬州学派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个没有社会秩序的社会是危险的，会给社会成员带来灾难，所以孔子强调“克己复礼”，由此可见，礼治是封建社会一条

现实主义的政治路线，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了战国末期的荀子，在继承孔子礼治思想的基础上有所

发展，既提倡“隆礼”，又主张“重法”，以法辅礼，礼法并用，在维护社会秩序上兼顾了两个方面。扬州学派在理学作为清代

官方哲学思想的一统局面下，大力提倡“以礼代理”，这不能看作是一种复古保守思想。在理学成为人们的精神枷锁，并日益走

向空虚和僵化的情况下，扬州学派重新提倡孔子的礼治思想，主张以“礼治”代替“理治”，自有其积极意义和现实作用。礼治

思想的合理内核和积极因素是要建立一个有稳定社会秩序的理想社会，提倡人人从自身做起，重在实行，加强道德修养，这对

于当今社会健全法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公民的道德修养，以达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有利于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无疑是具有借鉴价值的。 

扬州学派提倡仁爱、“矩”和“改过迁善”的理想人格，对于当代增强人文精神的培育，提倡人的理想和高尚的品格，具有

启迪作用。“改过迁善”具有深刻的哲理意义，具有永恒的价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地使主观

思想符合客观实际的过程，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产生错误和失误是难免的。这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有

“改过”的精神和认真的态度，通过“改过”而“迁善”，即达到主观符合客观，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认识

和人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本身的工作，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这一“迁善”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永

无止境的。扬州学派关于“实践”的观点，在认识的过程中尤具重要意义。虽然，扬派的实践观并不等同于当今的千百万人的

社会实践，但扬派强调，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自身的道德修养，都重在实际、实行、实事，要落在实处，认为实践是孔子学

说的精髓，这一观点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在认识的过程中，实践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扬州学派主张变通，强调发展和创新，对当今的经济建设和科研工作都具有现实意义。扬派的变通观和力求创新的思想建

立在事物发展观的基础之上，既然事物是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因此，必须变通，才能跟上发展的形势；只有创新，才能有所

成就，有所前进。扬州学派治学的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体现了他们可贵的进取精神和对人生价值的不断追求，正因为如此，

他们在治学中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超越了吴派和皖派，这同样使我们受到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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